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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組）、僅有定義（Y 組）、定義與特徵要件檢核表（Z 組）三種方式。研究
對象為臺灣 9 所公私立大專院校修習師資培育課程的 427 位職前教師，訓練課
程為 1.5 小時的霸凌辨識訓練，研究工具為 24 題之情境式霸凌個案辨識問卷，
含前測 12 題，後測 12 題。問卷資料係以混合模式二因子變異數分析法進行
分析。研究結果顯示：經介入後，X 組職前教師之霸凌情境正確辨識得分顯著
高於 Y 組、Z 組、C 組（控制組），效果量分別為.88、.82、.91；同時 X 組職
前教師對霸凌情境之過份警戒類型的錯誤辨識得分顯著低於 Y 組、Z 組、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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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whether different types of interventions could enhance 
preservice teachers’ ability to identify bullying incidents. Participants included 427 
preservice teachers in Taiwan who were assigned to four groups: 1.5-hour training on 
bullying identification (Group X), a definition including the features of bullying in written 
form (Group Y), a written definition accompanied by a checklist of three bullying 
characteristics for each scenario (Group Z), and no definition of bullying (Control Group; 
Group C). A 24-item Recognition of Bullying Incidents Questionnaire was employed in this 
study. Of these items, 12 were used in the pre-test, and 12 were used in the post-test. The 
results of the mixed-model two-way ANOVA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 preservice teachers 
in Group X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correct identification scores than those in Group Y (d 
= .88), Group Z (d = .82), and Group C (d = .91). Moreover, those in Group X had 
significantly lower incorrect identification scores than those in Group Y (d = -.95), Group Z 
(d = -.59), and Group C (d = -.90).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he correct 
and incorrect identification scores of Group Y, Group Z, and Group C. To enhance 
preservice teachers’ bullying identification,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administrators and 
policymakers should provide bullying identification training for them, rather than merely 
offering the defini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chool bull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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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據 Chen 與 Cheng（2013）針對臺灣 4347 位國高中學生之校園霸凌現況調查
研究顯示，約有 10.9%學生是霸凌者、10.7%是受凌者，29.9%的學生曾目睹過校園霸
凌，顯示校園內約有一至二成的學生涉入校園霸凌事件，現況實令人堪憂。由於霸凌
對於受凌者之身心發展影響甚鉅（顏正芳，2010; Hsieh, et al., 2016; Khamis, 2015; Yen, 
Liu, Ko, Wu, & Cheng, 2014），如何防制校園霸凌，宜持續進行關注。 
學校教師作為校園第一線教育人員，扮演預防及減少校園霸凌行為之要角。研究
指出教師與輔導人員若未及時介入處理霸凌事件，更容易加重事件對學生之負面影響
（Bauman, 2008; Bauman, Toomey, & Walker, 2013; Messias, Kindrick, & Castro, 
2014）。如何及時處置霸凌事件，實有賴於教師是否能及時覺察霸凌事件之發生。依
助人行為五階段理論（Latané & Darley, 1970）來說，首先個體得先「注意」（notice the 
emergency）事件之發生及有人可能需協助，並「詮釋」此事件為緊急事件（define it as 
emergency）需提供協助，再判斷自身是否具有此「責任」（take responsibility）需提供
協助，進而評估自我是否有「能力協助及如何協助」（decide how to help），最後決定





2012），亦會影響其適時反應與介入（邱珍琬、張麗麗，2012；Mishna, Scarcello, Pepler, 
& Wiener, 2005）。對此，強化教師霸凌辨識之能力便顯重要。有學者更認為對此能力




之預備與深化，需著眼於職前教師培育階段（Beran, 2006; Boulton, Hardcastle, Down, 
Fowles, & Simmonds, 2014），職前教師若具備霸凌辨識相關知能，應有助於後續實務
教學現場之霸凌事件適切區辨與處置。 
雖職前教師普遍認為校園霸凌是嚴重的（Curb, 2014; Craig, Bell, & Leschied, 
2011），且認為校園霸凌為重要議題，亟須介入處理（Beran, 2005; Bauman & Del Rio, 
2006; Nicolaides, Toda, & Smith, 2002），然職前教師之霸凌辨識能力與實務現場教師同
樣不甚理想。據學界常依循 Olweus（1993）提出之三大校園霸凌特徵標準，來瞭解職
前教師對此三項特徵之辨識狀況，亦會發現其與學者界定之特徵有差異。Bauman 與
Del Rio（2005）的研究探究 82 位美國職前教師，發現 39%職前教師認為霸凌包含意
圖傷害之特徵、28%提及權力失衡、而僅 6%表示霸凌包含重複性；另 Benitez、
Garcia-Berben 與 Fernandez-Cabezas（2009）的研究指出，199 位西班牙職前教師中，
平均 11%職前教師提及霸凌含括意圖傷害之特徵、12.5%提及權力不對等、另僅 3.8%
認為霸凌包括重複性。由此可知，多數職前教師亦對霸凌定義與特徵不甚瞭解，尤其
霸凌行為的重複性特徵常受忽略。此與正式教師的狀況相似（Carney, 2005; Hazler, 
Miller, Carney, & Green, 2001; Mishna, Pepler, & Wiener, 2006）。 
職前教師對霸凌事件的判斷，除依霸凌三大特徵外，亦包含對他人身心造成傷害




（Novick & Isaacs, 2010; Oldenburg, Bosman, & Veenstra, 2015），此便可能影響教師對
霸凌行為之辨識。 
若職前教師忽略或無法有效辨識霸凌行為，而導致對霸凌情境之誤判，除了會影
響介入意願外（Smith et al., 2009），更可能日後於實務現場延誤處理時機，而導致學
生負面之身心發展（Hazler et al., 2001）。職前教師自身也認為需透過相關訓練協助提
升其對相關霸凌行為辨識之能力（Nicolaides et al., 2002; Yilmaz, 2010），且若有相關訓
練協助，職前教師認為會有助於介入霸凌事件處理（Curb, 2014），再者，多數研究同
樣指出於職前教育階段接受訓練實屬必要（Beran, 2006; Benitez et al., 2009; Boulton et 

































有權力差異、並重複發生之攻擊行為。另 Cheng、Chen、Ho 及 Cheng（2011）針對臺

















29.9%及 5.5%；另陳利銘、王佳琪、馮綉文（2015）針對臺灣 13 個縣市、22 所國小
之 1816 位高年級學生進行調查，結果發現自陳為霸凌者、受凌者、旁觀者、雙重角
色者之盛行率分別為 13.7%、14.5%、37.2%、5.4%。吳文琪、陸玓玲、李蘭（2013）





以中學生霸凌類型而言，Cheng、Chen、Liu 與 Chen（2011）針對 860 位學生進行研
究調查，結果發現中學生最常見的霸凌類型是罵髒話、嘲笑、取綽號等言語霸凌、以

































有研究係以霸凌防制實務課程方式進行，Benitez 等人（2009）提供為期 2 週、每週
60 分鐘的霸凌防制課程予 106 位加拿大中小學學程之職前教師，結果發現確實有助於
提升對於霸／受凌者特性的瞭解及因應霸凌事件之自我效能；另 Ihnat 與 Smith（2013）


















































（以下稱為 X 組）；填答附霸凌定義問卷之職前教師（Y 組）；填答附霸凌定義問卷及
霸凌特徵檢核表的職前教師（Z 組）；控制組是填答未附霸凌定義問卷之職前教師（C
組）。參與本研究之職前教師主要來自臺灣北部、中部、南部、東部共 9 所公私立大
專院校的師資培育中心師資生，正式問卷總計發放 692 份、回收 546 份，問卷回收率
為 79%。X 組、Y 組、Z 組、C 組的有效問卷數分別有 105、106、101、115 份，合計
427 份。其中，男性為 100 位（佔 23.4%）、女性為 325 位（佔 76.1%）、2 位未填性別；
師資培育階段為小學學程為 186 位（佔 43.6%）、中學學程為 225 位（佔 52.7%）、16
位未填任教階段；現今教育階段為大學生共 272 位（佔 63.7%）、148 位為碩士生（佔
34.7%）、3 位為博士生（佔 0.7%）、4 位未填教育階段。研究參與者的平均年齡為 24.5
歲（範圍為 18 歲至 52 歲；SD = 6.4）。各組研究對象背景資料詳見表 1： 




























小學 67 位 
中學 25 位 
13 位未填 
大學 60 位 
碩士 42 位 








小學 34 位 
中學 71 位 
1 位未填 
大學 73 位 
碩士 32 位 







小學 54 位 
中學 46 位 
1 位未填 
大學 61 位 














小學 31 位 
中學 83 位 
1 位未填 
大學 78 位 
碩士 35 位 























得 0 分，加總後即可得到研究參與者於前測及後測的得分，前測與後測最高皆為 12
分，最低皆為 0 分。計分範例如下：如前測題 1「B 生屢次欺負瘦弱的 A 生，如將 A





（二）錯誤辨識情形（如表 2 之 B 與 C）： 
此部分包含二類型，一為將霸凌情境錯誤辨識為一般衝突情境（疏忽；如表 2 之
C）；另一類為將一般衝突情境錯誤辨識為霸凌情境（過份警戒；如表 2 之 B）。若研
究參與者在閱讀完題目情境後卻判斷錯誤，並勾選錯誤之選項，該題則得 1 分，反之
則得 0 分。後將分數加總可得其在疏忽類型及過份警戒類型上之總分。計分範例如下：
如後測題 9「A 生與 B 生兩人因稍早的肢體碰撞產生不悅，放學後 A 生將 B 生帶入廁









判斷為霸凌情境 正確辨識（A） 錯誤辨識（B；過份警戒） 研究參與者
之判斷 判斷為一般衝突情境 錯誤辨識（C；疏忽） 正確辨識（D） 










部 、 南 部 共 18 所 國 高 中 小 之 601 位 教 師 ， 運 用 多 向 度 二 分 題 Rasch 模 式
（multidimensional dichotomous Rasch model）及 ConQuest 2.0 軟體進行信效度分析。
此係因 Rasch 測驗具有客觀等距之特性，能將樣本的潛在特質及試題的題目難度在同
一個量尺上進行比較；另 Rasch 測驗能為試題提供題目品質檢核指標；再者，Rasch
測驗適合針對二分題進行分析（Bond & Fox, 2007）。Rasch 分析結果顯示，所有試題
的 infit MNSQ 皆符合 Wright 與 Linacre（1994）提出之 MNSQ 值應介於.6~1.4 間的標
準。另此問卷之試題的試題分離信度（item separation reliability）為.99，顯示試題的
難度 logit 值能在此樣本下被有效區分（Linacre, 2006）。故綜上可知，此量表具有可
接受之信效度證據（Chen, Sung, & Cheng, in press）。 
於本研究，研究者運用多向度二分題 Rasch 模式進行問卷信效度分析。Rasch 分
析結果指出，所有試題的 infit MNSQ 介於.92~1.12 之間，outfit MNSQ 介於.66~1.25
之間；問卷試題的試題分離信度（item separation reliability）為.99；另兩個向度之間
的相關為.47，此表職前教師對霸凌情境的辨識得分與對一般衝突情境的辨識得分間，
具有中度相關。綜此 Rasch 分析結果顯示，此問卷確實具有可接受之信效度證據。 
此外，為有效測量職前教師霸凌辨識能力，問卷前後測之試題難度應需盡量一
致。對此，經研究者將 Rasch 分析出前測與後測各試題難度 logit 值進行獨立樣本 t 檢










表 3  研究設計 
組別 前測 介入方法 後測 
X組  提供1.5小時霸凌辨識訓練  
Y組  提供霸凌定義  
Z組  提供霸凌定義與特徵要件檢核表  








會發下 RBIQ 問卷 X 版，進行 RBIQ 問卷 X 版之 12 題前測，填答時間約 10 分鐘。待
填答完畢後，進行正式的霸凌辨識訓練。以下為此教學訓練之內容與程序：研究者先
透過霸凌相關案例新聞、影片引起參與者動機並揭示此次教學訓練的主題、內涵與流
程，後則藉由相關霸凌實徵研究結果之整理（如 Campbell, Slee, Spears, Butler, & Kift, 









思；最後，研究者則集結相關霸凌防制實徵研究結果（如 Barbero, Hernández, Esteban, 
& García, 2012; Ttofi & Farrington, 2011; Vreeman & Carroll, 2007），向參與者介紹具成
效之霸凌防制策略如支持團體法（support group method）、同儕輔導與支持、系統性介









卷施測。結果共有 7 位來自 7 所公私立大專院校師培中心教師同意參與，並於其教授
之師資培育課程中進行問卷施測。後續，研究者寄送 RBIQ 問卷、研究說明與知情同
意書予各教師，而每班問卷均會隨機包含 Y 版、Z 版及 C 版問卷，由各教師指派教學
助理協助施測。於問卷施測前，研究者皆透過電話聯繫各協助施測之教學助理，並進





書，並統一告知本研究之目的與內涵，及研究相關權益等。同意填寫 RBIQ 問卷 Y 版
之研究參與者，即為 Y 組成員，填寫問卷 Z 版之研究參與者則為 Z 組成員，以此類
推。Y、Z、C 組成員均需填寫 12 題前測及 12 題後測，唯 Y 組成員會於完成前測後，




































正確辨識總分則分別為 10.66、9.12；9.24、9.08。詳見表 4。 




表 4 各組職前教師前測與後測之正確辨識狀況描述統計 
 前測  後測 
組別 
N M SD  M SD 
提供霸凌辨識訓練組（X 組） 105 9.46 1.58 10.66 1.32 
提供霸凌定義組（Y 組） 106 9.06 1.48 9.12 1.86 
提供霸凌定義與特徵要件檢核表組（Z 組） 101 8.78 1.27 9.24 2.05 
控制組（C 組） 115 8.99 1.42 9.08 1.69 





F (3, 423) = 16.42, p < .001, ηp
2 = .10，據 Cohen（1988）對 ηp
2 之標準，此屬中效果量
（effect size）。本研究採 Bonferroni 校正法進行事後比較，結果顯示：（一）X 組職前
教師（M = 10.66），經霸凌辨識訓練後，其霸凌情境辨識表現顯著優於其他三組之表
現（Y 組：M = 9.12, d = .88；Z 組：M = 9.24, d = .82；C 組：M = 9.08, d = .91），據
Cohen 對 d 值之標準，X 組與此三組分別之差異皆達高效果量。（二）其他三組職前教
師，於後測之霸凌辨識情境表現間未存有顯著差異。此外，於受試者內因子（時間）
亦存有顯著主要效果，multi. F (1, 423) = 24.14, p < .001, ηp
2 = .05（依 Cohen 之標準，
為低效果量）。顯示職前教師在後測的正確辨識得分（M =9.51），顯著高於在前測的
得分（M = 9.07）。再者，受試者間因子（不同介入方式）與受試者內因子（時間）存
有顯著交互效果，multi. F (3, 423) = 8.28, p < .001, ηp
2 = .06（據 Cohen 之標準，即中效
果量）。（詳見表 5 及圖 1）。 
針對不同介入組的正確辨識得分提升情形，採 Bonferroni 校正法進行事後比較，
可發現 X 組（multi. F (1, 423) = 41.61, p < .001）的後測得分（M = 10.66）顯著高於前
測得分（M =9.46）；Z 組（multi. F (1, 423) = 5.80, p < .05）的後測得分（M = 9.24）顯
著高於前測得分（M = 8.78），且 X 組職前教師之正確辨識得分（M =1.20）提升程度
係高於 Z 組之職前教師（M = 0.45）。然於 Y 組（multi. F (1, 423) = .13, p > .05）及 C











表 5 Mixed-model ANOVA 事後比較分析之各組前後測正確辨識狀況邊緣平均數與標準誤差 
95%信賴區間 
組別 
M SE 下界 上界 
前測 9.46 .14 9.18 9.74 
提供霸凌辨識訓練組（X 組） 
後測 10.66 .17 10.33 11.00 
前測 9.06 .14 8.78 9.33 
提供霸凌定義組（Y 組） 
後測 9.12 .17 8.79 9.46 
前測 8.78 .14 8.50 9.06 提供霸凌定義及特徵要件檢核表組
（Z 組） 後測 9.24 .17 8.90 9.58 
前測 8.99 .13 8.73 9.26 
控制組（C 組） 
後測 9.08 .16 8.76 9.40 
 





圖 1 不同介入方法組別之前後測霸凌情境正確辨識得分比較 











（X 組：t = 6.87, p < .001；Y 組：t = 6.92, p < .001；Z 組：t = 8.62, p < .001；C 組：t = 


















表 6 各組職前教師前測過份警戒與前測疏忽之霸凌情境錯誤辨識狀況描述統計 
 過份警戒  疏忽 
組別 
N M SD  M SD 
提供霸凌辨識訓練組（X 組） 105 1.94 1.59 .60 .85 
提供霸凌定義組（Y 組） 106 2.14 1.45 .77 1.02 
提供霸凌定義與特徵要件檢核表組（Z 組） 101 2.39 1.31 .82 .86 
控制組（C 組） 115 2.16 1.41 .84 .80 
總計 427 2.16 1.45 .76 .89 
 
表 7 各組職前教師前測過份警戒與前測疏忽之霸凌情境錯誤辨識狀況相依樣本 t 考驗 
95%信賴區間 
組別 
M SE t 下界 上界 
提供霸凌辨識訓練組（X 組） 過份警戒－疏忽 1.35 .20 6.87*** 1.73 6.86 
提供霸凌定義組（Y 組） 過份警戒－疏忽 1.37 .20 6.92*** 1.76 6.92 
提供霸凌定義及特徵要件檢核表
組（Z 組） 
過份警戒－疏忽 1.56 .18 8.62*** 1.92 8.62 
控制組（C 組） 過份警戒－疏忽 1.32 .17 7.82*** 1.65 7.87 
*p < .05, **p < .01, ***p < .001 
 






戒）之平均得分。X 組、Y 組、Z 組、C 組於前測之平均得分，分別為 1.94、2.14、
2.39、2.16；其各組於後測之平均得分為.88、2.30；1.76、2.22。詳見表 8。  
表 8  各組職前教師前測與後測之過份警戒類型描述統計 
 前側  後測 
組別 
N M SD  M SD 
提供霸凌辨識訓練組（X 組） 105 1.94 1.59 .88 1.00 
提供霸凌定義組（Y 組） 106 2.14 1.45 2.30 1.72 
提供霸凌定義與特徵要件檢核表組（Z 組） 101 2.39 1.31 1.76 1.47 
控制組（C 組） 115 2.16 1.41 2.22 1.66 




Trace 法分析。結果發現受試者間因子（不同介入方式）存有顯著主要效果，F (3, 423) 
= 9.64, p < .001, ηp
2 = .06，據 Cohen（1988）對 ηp
2 之標準，此屬中效果量。後透過
Bonferroni 校正法進行事後比較，得知：（一）X 組職前教師（M = .88），經霸凌辨識
訓練後，其過份警戒表現顯著低於其他三組之表現（Y 組：M = 2.30, d = -.95；Z 組：
M =1.76, d = -.59；C 組：M = 2.22, d = -.90），X 組與此三組分別之差異，據 Cohen 對
d 值之標準，分屬高、中、高效果量。（二）其他組職前教師，於後測之過份警戒表現
間則未存有顯著差異。另於受試者內因子（時間）同樣存有顯著主要效果，multi. F (1, 
423) = 25.17, p < .001, ηp
2 = .06（依 Cohen 之標準，屬中效果量）。此表示職前教師於
後測之過份警戒得分（M = 1.80），顯著低於其在前測之得分（M = 2.15）。此外，受試
者間因子（不同介入方式）與受試者內因子（時間）存有顯著交互效果，multi. F (3, 423) 
= 15.78, p < .001, ηp






比較，發現 X 組（multi. F (1, 423) = 51.82, p < .001）之後測得分（M = .88）顯著低於
前測得分（M = 1.94）；Z 組（multi. F (1, 423) = 17.19, p < .001）的後測得分（M = 1.76）
亦顯著低於前測得分（M = 2.39），且於兩組職前教師在過份警戒得分改善程度上，X
組職前教師之表現（M = 1.07）是優於 Z 組職前教師（M = .62）。然於 Y 組（multi. F (1, 












M SE 下界 上界 
前測 1.94 .14 1.66 2.22 
提供霸凌辨識訓練組（X 組） 
後測  .88 .15  .59 1.16 
前測 2.14 .14 1.87 2.42 
提供霸凌定義組（Y 組） 
後測 2.30 .15 2.02 2.59 
前測 2.39 .14 2.10 2.67 提供霸凌定義及特徵要件檢核表組 
（Z 組） 後測 1.76 .15 1.47 2.06 
前測 2.16 .13 1.89 2.42 
控制組（C 組） 
後測 2.22 .14 1.94 2.49 
 















圖 2 不同介入方法組別之前後測過份警戒得分比較 




































習者之學習脈絡，並可讓其能身歷其境觀察、瞭解案例（Cannings & Talley, 2002），
以增進專業知能（Rickard, McAvinia, & Quirke-Bolt, 2009），如此便使得這霸凌辨識訓
練帶來之成效較其他介入方式更為顯著。而本研究結果呼應提供相關霸凌防制訓練可








對中學生的自陳霸凌盛行率並無影響（Chen & Cheng, 2013），本研究則進一步發現提
供定義予職前教師，並無法對霸凌辨識產生助益。就此而言，僅提供書面定義，對辨
識霸凌情境的影響並不大。再就提供霸凌定義與特徵要件檢核表而言，先前研究顯示




判定，如其較會以傷害行為的嚴重度（Benitez et al, 2009; Raven & Jurkiewicz, 2014）





由於職前教師對霸凌的辨識狀況普遍仍待精進（Bauman & Del Rio, 2005; Benitez 
et al., 2009），若欲僅靠提供霸凌定義、或提供霸凌定義與特徵檢核表予職前教師，對
於其霸凌辨識能力提升並降低其誤判之效益仍有限。申言之，現今教育部強調需針對










分霸凌特徵要件之狀況（Bauman & Del Rio, 2005; Benitez et al., 2009）、或避免其依自
行認定之其他霸凌特徵要件判定卻導致誤判之情形（Smith et al., 2009），如此將有助
於職前教師提升霸凌辨識能力，並改善過份警戒之錯誤辨識狀況，同時也可為未來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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